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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
觉

贺来

    内容提要: 要切实回答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等重大问题,一个基本前提是澄清现代社会和现代

人所面临的特殊的价值处境。我们是在一个“祛魅”的世界中寻求价值，这一点造成了“事实领

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等严重后果，并由此导致了“价值的多神化”和“诸神之争”。我们应该对

现代性所带来的的这一根本的基本价值处境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并因此摒弃种种不切实际、

不负责任的价值态度，自觉地确立起一种“责任伦理”的价值态度，在“责任伦理”的确立中，来

确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人的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尤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地进行，“物化”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侵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个体

和群体的心性结构，并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究竟应该如

何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生命个体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意义寻求阐释和决断？这已越来越成

为人文学者，乃至普通人关心的重大问题。在笔者看来，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重要的不是站

在单纯道德主义的立场，来谴责或痛心于“价值危机”、“信仰失落”和“意义毁灭”，而是要采取

一种历史的态度，切实澄清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面临的特殊的“价值处境”，并在明确这种“价
值处境”的前提下，审慎地考虑自己的价值定位。

    一、在“祛魅”的世界中寻求价值：现代人基本的价值处境

    要理解现代人的价值处境，必须先理解“现代社会”的特质。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

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点，第一便是“理性化”，第二便是由这种理

性化所导致的“世界的祛魅”。这两点，在很大程度塑造了现代社会的面貌，支配了现代人的生

存品性，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特殊的价值处境，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社会这一特质之中。

    这里所谓“理性”，所指的是“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它意指一种将特定目

的、为达成特定目的所采取的可能手段、这种手段可能产生结果等都一一纳入考虑和计算的态

度，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的经验性的目标而寻求和选择最有效手段，是其关注的中心。因此，严

格地说，这里的“理性化”实质是“理智化”。

    在现代性发韧之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支撑的亲合

力，新教的禁欲伦理精神，促使新教徒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以便在世俗

生活中通过成为一个尽职的职业人而回应上帝的召唤，这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有力地推动了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现代社会赖以成立的社会经济组织、科学技术、科层制度、法律

系统等等，在深层都深植于这种理性化的精神气质。丹尼尔·贝尔等人曾指出，在现代价值秩

序的原初设计中，包括“宗教冲动力”（价值理性）与“经济冲动力”（工具理性）两种相互制约

的因素，二者一开始保持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前者为后者提供“神圣意义”与“终极目的”，后

者则为前者提供实现途径，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依赖，共同为现代价值秩序提供合法性基础
[①]。

    然而，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亲合关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关系导向了

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悖论。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根据，大踏步地征服着人整个的现世生活，



然而，这种征服的结果却是，工具理性逐渐远离作为其源动力的价值理性，手段压制了目的，

工具理性“反客为主”，遮蔽、消解和否定了价值理性，“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

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②]，财富的追求已被剥夺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

只剩下赤裸裸的与世俗情俗的关联。作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

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③]，“现代化”对任何事物惟一的

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任何社会政治、经济的过程，其制度与组织及理智的创造等的“好”还
是“坏”，其终极价值在于擅理智的功利性和效率性[④]，于是“经济冲动力”逐渐占据主导地

位，由它所代表的消费享乐的“贪婪攫取欲”越来越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与此相反，“宗教冲

动力”所代表的超验的、神圣的意义维度则日益衰竭。工具理性实现了价值理性，同时也谋杀

和终结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与“价值理性”的消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在前现代社

会，人们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体系，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意识深处，“包含着‘世界’作为一

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
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⑤]，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安排都有其内在的根据

和理由，都可以在某种神圣的秩序里可以发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根据和理由或者是神的

旨意，或者是“周行而不殆”的天道和天理，每个人的生活只要与这种神圣的秩序联系起来，就

可以获得其目的和意义，个体生命也可在这种有意义的体系里获得安顿之地。然而，工具理性

的单向发展，所摧毁的正是这一“目的论式的世界秩序”，工具理性只能告诉我们在确定了某一

具体目标之后，什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策略，在它的视野里所存在的只是“物”、“事
实”和“工具”，除了满足人们的工具性目的，世界不具有任何目的，人生价值和目的这种“超
验”的问题，由于不具有“工具”的意义，因而是完全非理性和无意义的。

    “世界的祛魅”在现代科学中达到了顶点。在现代科学看来，知识只有建立在可观察的事实和

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才是合理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胡说”。它要求的是“价值中

立”，关心的是“客观性”，强调的是“事实”和“逻辑”。如果说在中世纪，人们相信能够在“解剖跳

蚤中看到上帝的证明”，那么，现代科学则彻底解除了一切“魔咒”，消灭了一切不能用科学语

言说的“神秘之域”（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

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

意义的线索？姑不论其他，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

界的‘意义’这种东西”[⑥]，“科学不思想”，它向人们呈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机械化和数理化的

宇宙。因此，在它所主宰的世界里“意义”和“价值”被抽象理智彻底驱逐，再也找不到其容身之

所，人们可以充分发挥其“认知旨趣”去认识事物的因果规律，以满足人的功利需要，但整个世

界已完全失去给人提供一个普遍的、客观的意义和价值秩序的功能，因而也再不可能为个体生

命的安顿和生活的价值提供方向和目标。

    以上所描述的景况，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本质特征之一。无论对于西方人，还是

中国人，这种“合理化”和“祛魅”的趋势已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

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

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⑦]。一个多世纪，尤其近几十

年以来，中国社会已不可逆转地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了这一进程。今天，当人们在提出生命的意

义、生活的价值等问题时，在每一个人背后，所耸立的巨大背景即是这样一个正不断“理性

化”和“祛魅”的世界。

 

    二 、“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分化：世界“祛魅”的重大后果

    世界的“祛魅”给人们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其中最直接和最重大

的后果便是它导致了价值的“分化”以及由于价值分化所导致的终极价值的“多神化”。



    世界的“祛魅”，消解了统一的宇宙秩序和通过这种宇宙秩序所设定的价值原则，赶跑了前现

代社会人们可信奉的 “唯一的必然之神”，把人的生活分裂为两个绝然区分的领域，即“事实领

域”（或“公共领域”）与“价值领域”。

    “事实领域”是指依照工具理性的原则所组织起来的生活空间。在此领域，我们必须遵循理性

的社会秩序，按照理性的法则和要求，在社会的分工体系中寻求自己的位置。这一领域最典型

的表现便是现代官僚体系，它完全按照合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通过这种组织方式，使得现代

社会大规模的、稳定持久的政治、经济活动成为可能。

    “事实领域” 要求排除私人性，“排除爱、恨和各种纯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不合理的、难

以预测的感情”[⑧]而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在此领域，人们只需接受法律和社会性规范的约

束，“例行公事”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人”。在此领域，人们根本无需

提出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类问题，也不可能从它出发推演出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样

的人生是真正有意义”等问题的答案。肇始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从“事实”不能推出价

值的观点在这里被实践并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对于这一“事实领域”，尤其对于“现代官僚组织”，尽管已有为数甚多的现代哲人们从多方面

作过声讨和批判，认为它为现代人制造了一个使人失去自由的“铁笼”，把现代人变成了机器上

的“齿轮”，谴责其“非人化”的性质，然而，冷静务实地考察现代社会而不是采取浪漫主义的美

学态度，就不难发现，以官僚制度为代表的现代组织管理方式已成为现代社会演变中不可抗拒

的趋势，因此“问题不在于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演变，因为那不可能，问题在于这种演变会带来

什么后果”[⑨]。这一点，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只要稍加反省就可看得很清楚，在放弃

了“砸烂公检法”等一切官僚机构的“无政府主义”的幼稚举动之后，我们已别无选择的走上了这

一条道路，对此进行任何道德浪漫主义的拒绝，都将无济于事。

    “事实领域”无需也无法解决“价值”问题。然而，作为每个生命个体总是要不断地追问生活的

意义和价值，以使自己的生命获得安顿之所，而留给这一问题的合法空间，便只剩下属于个人

良知决断的“私人领域”。

    把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归属于个人的“私人领域”，所意味着的是，价值问题不具有“客
观”与“普遍性”，它是主体赋予的，是由每个生命个体自由抉择的私人行为，关于人生意义、

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的问题完全属于私人的信仰，个人灵魂深处的事情应由个人自己来负责处

理，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在此领域个人拥有完全的“治权”，他是自己

的“立法者”，个人必须自行建构自己生命的目的，为自己作出关于生活意义和价值的阐释。个

人坚持何种价值信念，诚信何种生活态度，执着于何种人生追求，完全属于他一已之事，没有

任何外在权威为个体提供先定的价值知识，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来干涉个体对生命意意义的

阐释和选择。如果说在公共生活领域，个人作为社会的公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等社会的公

共规范，那么，在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则完全是其本己的“自由”领地，个人是生活的“终极意

义”的唯一合法权威，社会没有合法性来规定一套关涉人的生命意义与终极眷注的思想体系，

否则，就将被认为既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又是对社会正义的损害，这一点，正如德沃金指出

的，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质这一便是所谓“中立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政府应在公民的终极

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它不应该偏袒任何一种人生观和人生理想，更不应该把某种人生价值信

念强加在个人身上[⑩]。

    “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导致了两个十分重大的后果，首

先是“价值的多神化”，“终极价值”的私人化，使得生命意义和价值变成个体的自我认证和良知

决断，统一性的价值原则消失了，“价值的多样性”变得不可避免，第二就是由“价值的多神

化”所导致的“价值的争斗”，每个人坚执自己选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就会排斥其他人的价值信

念，你“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这里有“不同的神

在相互争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



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11]。

    这二者，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凸显出了现代人所遭遇的特殊的价值处境：在一个祛魅的世界

上，随着“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分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安顿每一个人精神生活的重

大问题，已不可推卸地落到每一个人自己身上，再没有神，也没有先知来为价值提供客观的基

础，也无从在各种价值之中排出一个高下先后的顺序，来指导你应当如何生活，我们每个人是

自己终极价值的“当事人”，我们必须自主地为自己寻觅和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方向，这是现

代社会带给每一个现代人的一个沉重的责任。

    三、 责任伦理：现代人所需确立的基本价值立场

    以上所述，就是每一个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的价值处境。正如一个人无法脱离自己的皮

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抛开现代社会造成的这一价值处境而来讨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置

此不顾，仅凭古道热肠或浪漫情怀，是不可能对问题作出恰切的判断和解决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一价值处境呢？我们认为，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责任伦

理”观念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责任伦理”是与“信念伦理”相对的一种价值立场。“信念伦理”认为，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行

动者的意图、动机和信念，只要意图、动机和信念是崇高的，那么，行动者有理由拒绝对行动

的后果负责。与此不同，“责任伦理”则强调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个人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动

者为自己的行动后果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责任，前者注重的是行动者主观的“善良意志”，后者注

重的是行动后果的价值和意义。

    这并非说“信念伦理”等于不负责任，“责任伦理”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而是说，二者在

思想前提和基本原则上有着重大区别。“信念伦理”具有鲜明的“彼岸性”，它把行动的价值完全

置于主观意图和信念上，而对此岸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予以考虑，他认为人只需考虑自

己主观意图和动机的价值即可，行动的后果及其责任应交给人之外的彼岸的他者——那“唯一

必然之神”去承担，因此，“信念伦理”所暗含的是一种“出世性”的思考方式，它在实质上把价值

的最高权威归于彼岸的神圣实体，并要求人在主观动机、意图和信念上对此彼岸的神圣价值实

体保持绝对的虔诚和信任。与此不同，“责任伦理”则具有鲜明的“此岸性”，它充分考虑到采取

行动的手段以及由这种手段所造成的后果，并对这种后果承担完全的责任，它要求对行动的手

段与后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充分地考察，强调行动者自身是唯一对行动的价值负责的主体，因

此，“责任伦理”所暗含的是一种“入世性”的思考方式，它在实质上否认了彼岸的神圣价值实体

的存在地位，认为生活价值只能由现世的个体来自我创造和负责。

    不难看出，“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这种区别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基础。“责任伦理”充分

地自觉到，随着现代世界的“理性化”和“祛魅”，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的“多神化”，前现代社

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神”魔力已逝，客观的代表价值法则的宇宙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崩解，现代

社会已无法找到可把生活的意义寄托皈依于斯的彼岸的绝对神圣价值实体，在此情势下，“信
念伦理”仍然把行动的价值和意义委身于彼岸的价值之神，这一点注定了它在现代社会人们特

殊的价值处境中必然是不合时宜和格格不入的，在“理性化”和“祛魅”之前的传统社会，它无疑

有其重大的合法性，然而，如果在现代社会，仍然一厢情愿地偏执于“信念伦理”，那么就将遗

忘现代人应该为自己行动所应承担的责任，甚至会导致为了实现“善”的意图而不惜采取“恶”的
手段的灾难性后果。

    因此，责任伦理是一种与现代人所面临的特定价值处境相适应的价值立场，它为现代人如何

阐释生命的意义、如何做出自己的价值抉择提供了方向。



    首先，“责任伦理”意味着一种敢于承担一已之命运的自我承当精神，它要求我们在世界

的“多神化”与“多神争斗”的价值处境中，不逃避现代性特有的现实条件和要求，而是直面“时代

肃杀的面容”，在一个 “既无先知，也无神”的年代里，为每个人自己选择和确定所要侍奉

的“神”，并且为之付出自己全部的忠诚和努力。

    处身于祛魅化的世界这一“无神”的荒凉之野，有可能产生两种极端的态度，一是无法忍受这

种悲凉之境，因此寄希望于某种能赐予终极意义的神圣实体的降临，来提供某种个人可委身皈

依的现成的价值权威，以免除个体必须自行解决价值问题的“不能承担之重”，二是面对祛魅的

世界，深感万念俱灰，“上帝已死，一切皆成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产生了一种麻木

虚无的态度，于是选择了游戏人生、及时行乐，在随波逐流中推卸放弃本应承担的责任。

    “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与这二者不同，它既不自欺欺人，也不怨天尤人，而是象一个真正的

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自觉地意识到：既然没有神定的秩序不能给我提供意义，那

么，就让我自己来勾划和赋予生活以意义，来给自己规定和确立信仰，一旦作出决断，就不计

成败利钝，以一种虔诚的、超功利的态度献身于这种信仰，按照这种信仰去行动，并为行动的

结果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譬如一个政治家，如果他选择了某种政治信念，那么，他必须“意识

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

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

人感动的表现，……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12]。不赖幻想、

不惧希望的破灭，直面现代社会的真实，追求此岸现实的有限理想。

    在此意义上，“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代表着一种既抛弃幻想，又拒斥苟且的坚韧、冷静而现

实的人生态度。

    其次，“责任伦理”意味着一种恪尽职守的“天职”意识，它要求我们在一个工具理性占据统治

地位的“祛魅”世界中，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或职业活动视为一项超功利的事业，以一种真正超

然的态度、超越的精神，通过勤勉敬业、尽忠奉献的工作，在入世的热诚中展现出世的情怀。

    如前指出的，“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质，“合理化”的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占据统

治地位的社会，这意味着，专业化的分工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每个人都不得不处身

于一个庞大的专业分工系统中，并在其中占据一个极其精细的位置。对于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专

业化分工，社会理论家们评价不一，如涂尔干重视其对于促进现代社会“有机团结”所具有的道

德意义，马克思批评其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化和机械化，吉登斯关注“专家系统”的统治给现代社

会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危机，但人们一致同意，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现代

人不可抗拒的“天命”，对此，浪漫的思古之悠情和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均无济于事。

    “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主张，既然专业化分工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应该诚实地直面现

实，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视为神圣的“天职”，全身心地、不计利害地地献身于它。例如，你所

从事的是科学研究的职业，你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到这一职业所蕴含的风险，你必须能承受“年
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估计到一生勤奋可无所成就的可能性，并能以一种

泰然的态度投身到工作中，要求自己“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

的知识思考”[13]，不靠祈求和等待，而是采取行动，去做其应当做的工作，以尽自己天职方面

的“当下要求”。如果做到这点，那么，虽然所从事的是狭隘的专业工作，但由于把它视为一

种“神圣”的“天职”，因而职业化的活动就被赋予了超越性的精神价值，人的生命也因此而获得

了充实的意义。

    最后，与上述二者相关，“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强调，承担一已之命运的自我承当精神、恪

尽职守的“天职观念”，最根本的旨趣是为了在“祛魅”化的现代社会中，来确立独立的、真正具

有尊严的“人格意识”，它提醒和启示人们：在一个没有先知、没有神的年代里，我们究竟如何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



    按照“责任伦理”的要求，在现代社会这种特定的价值处境中，要“做人”，要“成为人”，最关

键地体现在勤勤恳恳地“做事”，决定一个人人格的，是其把所事的专业视为神圣天职的献身精

神，是那种如醉如痴、超然物外的对事业的投入和执着态度，一旦选定了某种职业，就不仅仅

把它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必须全心服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它付出

自己的全部热诚和努力。这样的人最后可能历经磨难仍遭失败，但由于其“职业性的献身”，由

于敢于为其行动后果承担责任的无畏勇气，其生活获得了自足的意义，其人格也真正得以挺立

和丰盈。

    因此，确立自己的“人格”，不在于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当做“一项表演事业”，企图“说出点在

形式或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14]来，更不在于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乞灵于某种神圣的

价值权威，来作为自己生活意义的保护神，而在于通过不懈的行动，来实践这样的信念：“我
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

 

    四、结 语

    在上面，我们澄清了现代社会给现代人所带来的特殊的价值处境，并讨论了与这种特定价值

处境相适应的基本价值立场，即责任伦理的立场。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首先，我们应该对现代社会特定的价值处境保持高度的清醒，并自觉地意识到：今天谈论一

切价值问题，如果离开对这一特定的价值处境的考察，都将是无所作为和没有效果的。正如上

面指出的，现代社会特定的价值处境，是“现代性”所带来的重大后果之一，从全世界范围来

看，“现代性”的追求已成为事实上难以抗拒的趋势，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已十分典型地表

明了这一点。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人文学界围绕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进行了

多次的讨论，综观这些讨论中的众多声音，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在对人们所处的基本价值处

境完全缺乏省察的情况下发出的，它们或者表现为对高了还要再高的“人文精神”和“神圣价

值”的单向吁求，或者表现为对“交换价值”和完全“世俗化”的热切渴望，对现代社会特殊的价值

处境的考察却被严重地耽搁了。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强调：今天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等问题时，合适的提问方式应该是：在一个业已“祛魅”的世界上，生活的价值究竟可以可能？

    其次，在澄清现代社会特殊价值处境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自觉地拒斥那种不负责任的先知似

的价值态度，并自觉地意识到：“祛魅”了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再没有先知的世界，价值的“多神

化”与“诸神的争斗”是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价值现实。为了减轻“祛魅”世界“信仰失落”的焦

虑，人们经常服膺于那些自命“先知”者所兜售的声称可克服现世一切缺陷和罪恶的“价值乌托

邦”，然而，这不过是逃避时代命运的自我安慰，其结果有可能对人的生存造成更大的灾难。

因此，在一个没有“先知”的世界上，我们有必要对种种虚假的偶像保持高度的警觉。

    最后，接受现代社会特定的价值处境，并不意味着承诺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而是要求我们信

守责任伦理，以天职般的献身精神，来确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在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问题

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资源，但从总体而言我们偏重于“信念伦理”一脉而对“责任

伦理”相对关注不够，今天，随着中国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建设，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已越来

越凸显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当人们大呼疾呼“价值危机”之时，我们应当自觉地意识到，与那些

宏大的价值主张相比，同每个人生活最为密切的、最为基本的“责任伦理”对于克服“价值危

机”其实具有更大的现实力量，因而恰恰是我们最需要予以弘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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